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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科书评价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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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教科书是传播历史知识的重要媒介，向学习者客观、公正地传递历史信息，激发其内在的学习积极

性，启发其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使其能够在成长过程中正确、科学地使用历史知识。历史教科书应尊重历史事实，

警惕极端民族主义；应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记忆，而非政治记忆。从编纂者、学习者和政府三个维度，宏观上论述了历

史教科书的评价，旨在探讨历史教科书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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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科书作为传统媒介之一，对个体、国

家，乃至世界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它是连接意

识形态、集体身份和民族构建的纽带，可用来消除

偏见、聚焦不同国家、不同宗教和不同思想之间的

积极影响[1]373-387，同时又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世

界观，是形成和传播集体身份、记忆和国家地位这

些“官方知识”的重要领地[2]37-76 。因此，历史教科

书一直受到学者、个体、社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的密切关注。联合国欧洲理事会出资赞助一些项

目，以改善欧洲的历史教学和历史教科书现状，特

别是1999年至2003年间俄罗斯联邦的历史教学。

历史教科书不仅影响我们了解世界的方式，还从

心理上影响我们对待事件的态度和行为。因此，

如何评价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显得意义重大。

一、相关研究概述

教科书的编纂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编纂者和有关研究人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了大

量的工作，以帮助学习者提高学习效率。在建构

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教科书内容发生了重大的变

革，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教学过程中学习者

的固有思想。学习是个人意义构建的一个过程。

在认知层面，教科书要适应学习者的认知水平，知

识应由易到难，使学习者有一个系统学习的机会。

教科书的编写准备工作非常复杂，涉及诸多专家，

如领域专家、编辑、语言学家、视觉设计师、评估专

家、教育心理学家等；涵盖的项目有内容、语言、表

达与措辞、教与学、设计和排版等；主题成分有 1.

引导学生推理、独立思考和创造性思维、比较和推

断能力。 2.鼓励学生思考，为培养学生研究能力

的准备工作。3.要求学生在头脑中构建知识，而

非死记硬背。4.学习方法和策略、高级（元认知）

思维能力。5.评价、评估原则和方法等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世界格局的不

断变化，历史教科书的评价视角也发生了变化：从

为了更好地传授历史知识的教学法研究，到推进

世界和平或促进和解的研究，再到满足政府不同

政治需求的研究。

在教学法方面，基于 Lev Vygotsky 的符号中

介的概念，Morgan 和 Henning提出了评价历史教

科书的五维工具：1.创造个人的历史知识。符号

中介工具应该使用户能够通过创建自己的或个人

的知识来培养一种责任感，而不是简单地死记硬

背；教科书的读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或生产者。2.

学习移情。它是理解过去影响人们生活和行为的

不同社会、文化、智慧、情感环境的认知行为，与

“自反性”的概念密切相关。认识论的主观性认

为，使用自我-自反性作为获取和发展科学知识的

重要工具，以识别那些能够引起读者情感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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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的元素。3.定位语篇社区。语篇是在社交语

境下产生的，它们本身也是社会行为。当历史事

实以一种特定或有偏见的方式呈现时，知识消费

的社会后果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与社会地位

相关的语言或系统。4.讲故事。主题以叙述形式

呈现要比以大事年表或按时间顺序排列更有吸引

力。潜在的危险是故事可能会被包含在意识形态

立场上的宏大叙事所滥用。例如，在南非的历史

教科书中，通常有一种“欧洲殖民者”，一种“被殖

民的人”，或者一种“种族主义”。5.适应读者。设

计和排版的特点须加以调整，以方便读者阅读历

史教科书。最终目的是通过在语篇中的图像、插

图说明和陈述，找出符号制作者和作者是如何在

历史媒介中定位自己[3]16。

不同时期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有不同的侧重

点。在后冲突（post-conflict）的社会中，倾向于以

促进和平与和解的方式对待分裂的过去[2]37-76。过

渡司法（transitional justice, TJ）措施（真相委员会、

法院、正式道歉、赔偿方案和机构改革）与非重复

性暴力教育相结合，以帮助社会适应过去、逃避暴

力的恶性循环。随着TJ领域的扩大，教育在非重

复性暴力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4]。

教科书被视作文化产物、经济商品和政治工

具。过去的四十年里，教育学研究者们对学校课

程和知识的政治性、种族性和官方知识的政治色

彩进行大量了研究[5]。Apple在有关教科书的政治

经济理论中指出，教科书市场的商业活动都是由

各州的政治构架组织起来的；教科书里的知识是

统治精英们为其自身目的服务的。在他看来，“在

课堂上，我们需要认识的不是以权威形式呈现的

知识内容，而是认识是谁的知识，服务于谁。”

除此以外，政治领导也常被用于解决两国之

间的历史问题。日本教科书中对20世纪早期日本

殖民统治和战争暴行的描述造成了日韩之间的紧

张关系。Sakaki在肯定非政府组织努力对和解进

程做出的贡献的同时（如民间社会项目在有望“自

下而上”的和解进程中所做的诸多努力），呼吁政

治领导的加入对促进过去历史的跨国重建是非常

必要的[6]。

对历史教科书的评价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

程。到目前为止，历史教科书的评价研究较少，且

多以教学法微观视角入手。那么，如何判断或评

价一本历史教科书？它应唤起人们的是“历史的

记忆”还是其他的记忆？与以往多数历史教科书

的微观评价研究不同，本文从编纂者、学习者和政

府层面，宏观剖析评价历史教科书的三个维度，旨

在探讨历史教科书的真正意义。

二、历史教科书评价的三个维度

“一个不懂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而不懂

历史的人永远摆脱不了愚昧。”[7]历史可以让一个

社会进步，让小到一个个体，大到一个国家摆脱愚

昧。历史教科书是学习者学习历史的重要媒介，

肩负着让历史再现的重要使命。历史教科书的编

纂者在编写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学习者在学

习过程中要学到什么？政府在历史教科书中又起

什么作用?

（一）编纂者维度

从编纂者的维度来看，首先是教材内容的客

观性和公正性，其次是激发学习者自决权的积极

作用。

历史学是在一定历史观指导下叙述和阐释人

类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科学。探寻历史真相、总

结历史、认识历史规律、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是历

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8]1。从这个定义中不难看

出，历史学是在一定历史观指导下的科学，而科学

的历史观的形成，要从历史真相的探寻、认识、总

结中获得。历史教科书是包含不同历史时期、不

同历史主题的供学习者了解历史真相的书籍。其

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介绍和描述应

是客观的、公正的、无偏见的、无个人感情色彩的。

历史教科书的无偏见内容远比花哨形式重要得

多。客观的、公正的信息是学习者了解真相的必

要条件。

然而，一些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并不客观、公

正。自 1945韩国成立以来，其历史教科书改订了

9次，最近 2次分别在 2015年和 2017年。2015年

改订的理由是中右翼政府认为现有的历史教科书

偏向左翼，希望用官方认可的版本来取代左翼思

想。11月，韩国历史教课书的改订遭到了韩国民

众首尔街头的抗议。2017年5月，为了消除“被弹

劾”“被罢免”的前任朴槿惠的“不得人心”的负面

影响，韩国总统文在寅命令其政府废止国家发行

的初高中学生的历史教科书。“政府准备的三部历

史书是为了灌输爱国主义，但批评人士指责他们

把韩国历史的黑暗篇幅最小化。”[9]历史教科书是

为了向学习者传授客观的历史知识而编写，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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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派利益纷争所设计，也不是为了逃避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家庭的不悦历史或黑暗面设

计。韩国历史教材的多次改订带有很强的党派的

主观性和任意性，有失客观性和公正性。

在历史教科书编纂时，编纂者要用理论作指

导，在内容编排的形式和设计上能激发学生自决

权理论的积极作用，满足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

的内在学习动力；同时还要引领学生有一种积极

向上的、正确的价值观，采用多种形式让他们接受

这些价值观，并引导他们将这些价值观转换成自

我价值观。

（二）学习者维度

学生在学习历史教科书时，应具有创造性和

批判性思维，并能正确加以应用。

一本好的历史教科书应引导学生独立或创造

性地思考，而不是被动、盲目地接受；应培养学生

对历史的创造性思维和独立价值取向，鼓励他们

使用学过的概念和方法来理解历史、提出问题、回

答问题。学生在课前、课中和课后应该有不同的

学习任务。课前，学生应能独立地查找某一特定

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或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相关

信息；课中，能够就教师的授课发现新的问题；课

后，能够反思，查找更多相关资料进行佐证。

我国高中历史课程学习的史料实证就是锻炼

学生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的恰当例子。在史料实

证的最高水平，要求学生能够比较、分析不同来

源、不同观点的史料；在对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独

立探究的过程中，能够恰当地应用史料对所探究

问题进行论述[8]71。

历史教科书除了承担培养历史创新、批判性

思维能力和民族认同的责任外，还应培养学生的

社会活动参与能力。历史教科书编纂的各种主题

要能够鼓励学生参与课堂活动，从而使所获知识

成为永恒。建构主义认为，学生的目标是获得体

验式学习的基本技能，如解决问题和做出决策，能

够在辨别史料作者意图的基础上正确利用史料。

像普通教科书一样，历史教科书也是用来为

学习者提供信息、激发其创造性的应用，历史教科

书中的知识可以被正确地转换为跨文化交流技

能。了解本国历史和他国历史对这个地球村的当

代居民来说至关重要。历史知识可被用来建立国

家或民族间的和平、和谐关系。而饱受历史教科

书争端困扰的日韩关系恰恰是一个反面案例[6]。

历史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学习者应熟

悉和了解本民族和他民族的文化身份，以正确应

用。

（三）政府维度

当历史教科书与政府联系在一起时，或多或

少都会带有政治色彩。受政府影响，印刷媒体长

期报道政治活动，政治言论有时甚至比今天更为

糟糕。Schudson在以“教科书的政治学”为题的评

论文章里认为，对于左派来说，学校的书籍倾向于

强化资本主义、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种族主义等

等；对于基督教右翼来说，他们宣扬的是无神论的

世俗人文主义学说[10]，于是历史成为传播政府思

想的重要工具。

无论如何，政府在编纂历史教科书时，应遵循

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尊重历史。历史教科书不仅是学者或

非政府组织所研究的内容，也经常受到政府的关

注，政府参与历史教科书编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中，政府应起积极作用。韩

国德成女子大学的历史教授Han Sang-kwon指出，

韩国用“正确的历史教科书”取代了该国学校历史

教科书，以“迎合国家的口味”。批评人士说，政府

想要为时任总统朴槿惠的父亲、20世纪60年代和

70年代的独裁者朴正熙涂脂抹粉。

第二，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改订历史教科书

通常是以民族主义为幌子的。民族主义不同于爱

国主义，前者虽然也表现为个体对国家的热爱，但

是通常认为本国优于任何其他国家。有人说，民

族主义就像一团火，使用得当，可提供温暖和光

明，给人一种团结、自豪和归属感，可提高一个国

家的生产力；但如果火跳出火炉，就可能殃及周

围，会与周边国家发生摩擦。

韩国政府抨击日本右翼民族主义团体批准了

历史教科书的改革，这个改革“美化了日本过去的

错误，为国家残酷的殖民政策辩护”[6]。极端民族

主义打着民主主义的旗号干预历史编纂，以至于

W. H. Auden 认为，政治史太过犯罪和病态，不能

成为年轻人学习的对象。

历史教学应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

信任，消除偏见，强调不同国家、不同宗教和不同

思想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积极影响，避免滥用历

史。历史教学不应成为一种思想上的操纵、宣传

的工具，也不应被用来宣扬不容忍、极端民族主

义、排外、种族主义或反犹太思想[1] 373–387。

第三，唤起历史记忆。历史教科书是用来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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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人们的历史记忆还是政治记忆？这个问题关系

到我们如何接近过去、为什么接近过去。没有历

史记忆，很难实现历史认同，没有历史认同，又很

难实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台湾当局自上个世纪80年

代末以来实行的历史教科书的系列修订，“台湾认

同”成了其教学的最终目标。台湾民意基金会于

2018年 3月公布了 1991年至 2018年 3月间的“台

湾人”“中国人”身份认同，趋势图显示：认为是“台

湾人”身份的比例从 1991年的 13.5%上升到 2018

年的 75.2%；认为是“中国人”身份的却从 1991 年

的 12.9%，上升到 1993年的 33.1%，然后连续多年

下滑至 2018年的 9.7%；认为既是“中国人”，又是

“台湾人”的比例也从1991年的73.1%下降到2018

年的 10.4%。在台湾，由于台湾当局的政治干预，

“台湾认同”已经变得非常明显。这一做法完全违

背了“九二共识”，是全体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

的。

由于过去的政治指导或明确的政治规定的存

在，理解我们与过去之间各种关系的形成方式，理

解其在特定社会中的作用变得更加复杂[11]。历史

教育的目的是拓宽学习者的知识面，提高学习者

的知识水平，而非在政治的作用下改变其信仰、民

族认同。历史教科书是为了提醒人们的历史记

忆，而非政治记忆。

三、小结

在历史教科书评价的研究中，编纂者、学习者

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关联的、互相渗透的，并

非孤立的，也无法进行明确的切分。截至目前，有

关历史教科书评价的研究较少，也很难有统一的

标准。不同国家、不同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也不相

同。本文只是从三个维度宏观上对历史教科书的

评价进行了研究，微观上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内

容，如教科书的选材、内容设计，编写顺序等。研

究的视角也可是多维度的，如从心理学、语言学、

哲学等视角探讨历史教科书的评价问题。因此，

历史教科书评价的研究是一个开放式的，期待更

多研究者的参与。

[参考文献]

[1]ZAJDA J. Teachers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School Textbooks

[C]// SAHA LJ，DWORKIN A G.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Re-

search on Teachers and Teaching[M].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LLC, 2009: 373–387.

[2]BENTROVATO D. History Textbook Writing in Post-conflict So-

cieties: From Battlefeld to Site and Means of Conflict Transforma-

tion [C]// Psaltis C. History Education and Conflict Transforma-

tion. Gewerbestrasse: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2017.

[3]MORGAN K，Henning E. Designing a Tool for History Textbook

Analysis [J]. 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2013, 14(1).

[4]LEACH F，DUNNE M. Education,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M]. Bern: Peter Lang, 2007.

[5]REZAI-RASHTIA, GOLI M,MCCARTHY C. Race, Text, and the

Politics of Official Knowledge: A Critical Investigation of a So-

cial Science Textbook in Ontario[J].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

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2008, 29(4):527-540.

[6]SAKAKI A. Japanese-South Korean Textbook Talks: The Necessi-

ty of Political Leadership[J].Pacific Affairs: 2012，85(2):263-286.

[7]李治亭 . 历史影视创作应当尊重历史[J], 人民论坛，2002(9):59-

61.

[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M].北京：人

民教育出版社，2017.

[9]CHOE, SANG-HUN. South Korea’s New Leader Abolishes

State-Issued History Textbooks[N]. New York Times, 2017-05-02.

[10]SCHUDSON M. Textbook Politics [J]. Journal of Communica-

tion, 1994, 44(l): 43 -51.

[11]SEIM J. Approaching the Past: A Tangled Interplay of Memory,

Political Choices and Historical Science with Examples from the

Nordic and Baltic Countries and Romania[J]. The Romanian Jour-

nal for Baltic and Nordic Studies, 2015, 7 (2): 55-68.

责任编校：徐希军

·· 120


